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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对屈原的评价看初唐的文学批评思想

戴永新

（聊城大学 文学院，山东 聊城２５２０５９）

摘　要：初唐人对屈原的评价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：从肯定其 “忠贞”精神，赞誉其诗 “气质高丽”；到褒扬
其忠正、赞美其诗才，却抨击 “礼乐之道，坠于斯文”；再到褒扬其抒写真情，“不虚美”“不隐恶”，又斥责
其诗 “婉丽浮侈”。对屈原评价的阶段性差异，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间在文学复古与新变之间的摇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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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原作为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，无论其人格精神还是作品风貌，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。由于受到

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影响，不同时代存在对屈原其人其文再认识、再评价的现象。唐代随着政治形势的

不断变化，儒释道思想的多元存在，对于屈原的评价，也表现出时代差异。而这种评价的差异，不仅反映

了士人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，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思想。作为南北文学对立融合

重要阶段的初唐，对屈原的评价，也是其时代文学批评思想的必然反映。

一

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评价，汉代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。刘安 《离骚传》赞誉其 “浮游尘埃之外，

皭然泥而不滓。推此志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①；司马迁 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极力推崇屈原 “正道直行，竭

忠尽智以事其君”②的高尚品格；而王逸的 《楚辞章句》更是从 “以忠正为高，以伏节为贤”③ 的儒家人臣

观出发，对屈原给予了极高评价。而与以上褒扬观点不同，贾谊在 《吊屈原赋》中从道家全身远害的观点

出发，认为在 “方正倒植”的时代，应该 “远浊世而自藏”“瞝九州而相君兮”④，对屈原 “自沉”提出了批

评；杨雄 《反离骚》从 “君子得时则大行，不得时则龙蛇”⑤的儒家穷达观出发，批评其不识时务；而班固

《离骚序》认为屈原 “露才扬己”“强非其人，忿怼不容”⑥ 的做法，不符合儒家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。这些

评价虽然观点不一，但都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出发，来探讨文学问题。评论者立足于道家、儒家观点，也反

映出从汉初黄老思想杂糅，到汉武帝 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思想钳制下文学批评思想的变化。

唐人对屈原的评价多为汉代之延续，但亦有突破，观初唐诗文涉及到屈原的内容即可看到。较早对屈

原进行评价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及其重臣。《金镜》篇中，太宗以孔子 “臣苟顺者，不得为忠”之义，对屈原

“孑身而执节，孤直而自毁”⑦坚守节操的行为，孤高耿直的品格，以及不怕获罪于君王的忠君之道予以肯

定。魏征在 《论君子小人疏》中，以君王 “玉石不分，屈原所以沈江”的结局，劝谏君王要 “近君子而远小人”⑧，

表现出对屈原忠贞的同情。对屈原忠贞精神的赞美和同情，基本上是延续了汉代以来的公论，但是把屈原
“自毁”“沈江”，看作是贤臣君子的忠贞行为的观点，不仅反映出唐代开国君臣的识贤用贤的宽大胸襟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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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也表现出立国之初，稳固朝政的时代之需。

李世民接受了汉代褒屈的观点，同时把屈原视为一位非同小可的辅弼之臣，表现出对屈原的高度重

视。这种重视，也影响到了初唐奉旨修史的大臣。魏征在 《隋书·经籍志》集部前，就单列 《楚辞》一类。

不仅如此，对屈原的评价，也立足于 “离谗放逐之臣”，认为其 “志郁抑而不申”的作品，具有 “敷德教”

“达情志”的之用，充分发挥了 “化成天下”的 “人文”作用①。在论楚辞源流时，充分肯定了 《离骚》的社会政

治功用：

楚有贤臣屈原，被谗放逐，乃著 《离骚》八篇。言己离别愁思，申杼其心，自明无罪，因以讽谏，

冀君觉悟。卒不省察，遂赴汨罗死焉。……然其气质高丽，雅致清远，后之文人，咸不能逮。②

这里魏征首先定位了屈原贤臣的身份，明言作 《离骚》是 “因以讽谏，冀君觉悟”，把屈原沉江的原因归结

为忠臣的以死明志。但是和李世民完全从政治教化出发评判作品稍有不同的是，魏征认为 《离骚》“气质高

丽，雅致清远”，对其艺术特征给予了高度赞美。并认为 “时移治乱，文体迁变”时，宋玉、屈原起到了

“激清风于南楚”③ 的作用。魏征肯定了作品的文学社会功用，但也没有忽视其艺术性，初唐史家李百药 《北

齐书·文苑传序》、令狐德棻 《周书·王褒虞信传论》中，也有类似观点。《北齐书·文苑传序》云：

圣达立言，化成天下，人文也。……大圣踵武，邈将千载，其间英贤卓荦，不可胜纪……至夫游、

夏以文词擅美，颜回则庶几将圣，屈、宋所以后尘，卿、云未能辍简。④

李百药认为文学作品及历史著作具有 “化成天下”的重要社会功能，把楚辞视为儒家一脉，置于文辞擅美

的子游、子夏之后，并对屈原、宋玉予以赞美。可以看出，李百药在强调文学社会政治作用的同时，也没有

忽视文采的重要性；令狐德棻 《周书·王褒虞信传论》中有言：“逐臣屈平，作 《离骚》以叙志，宏才艳发，

有恻隐之美。”⑤更是对 《离骚》的文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以上对楚辞的评价，虽然十分强调政教功用，但却未因此而完全否定其对真实情感的抒发，而且对作

品的文采亦多加褒赞，这是初唐开国君臣推行 “文质并重”文学思潮下的必然结果。因放纵贪欲而导致灭

亡的隋朝，给初唐为政者敲响了警钟。为了避免重蹈覆辙，李世民除了在经济上 “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”，

政治上采取以史为鉴，知人善任、鼓励直谏的 “文治”思想，对于文学也采用了务实态度，主张文学要有益

于政教，要 “节之于中和，不系之于淫放”⑥，对绮靡的齐梁文风持反对态度。由于李世民具有良好的艺术

修养，他在审视文学作品时，并没有完全否定作品的艺术特征，而且在他自己的创作中，也表现出对艺术

形式的追求。李世民的文艺观当然会对初唐史家产生直接影响，致使他们在修前朝历史时，对待文学问

题，“尽管看上去是文质并重，既强调政教又不忽略审美，但实际的效果很可能是侧重在文采和审美一端。”⑦

在实际创作中，也并未完全摒弃齐梁绮丽诗风，以至于初唐三十多年的诗坛，追求绮丽仍然是一种普遍

倾向。

二

尽管唐初统治者意识到绮靡诗风不益于政权的稳固，并从上至下，对于这种诗风予以坚决反对，但是

由于历史的积习和传统的惰性，帝王偏向于南朝的审美趣味以及作家宫廷文人的身份，致使绮靡诗风依然

流行，到唐高宗李治执政的三十多年里，绮靡文风渐趋达到高潮。这期间文坛对屈原的评价，出现了肯定

其人其文和肯定其人、否定其文的不同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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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臣对于屈原其人其文的评价，仍延续汉代王逸 《楚辞章句》以 “忠贞”为核心的褒扬观点。李善 《文

选注》对屈原的十篇诗作，就以王逸的 《楚辞章句》为依托，加以注释。虽然 《文选注》不像 《楚辞章句》

一样对屈原的诗作有诸如：“膺忠贞之质，体清洁之性，直若砥矢，言若丹青”“金相玉质，百世无匹，名垂

罔极，永不刊灭”①的直接评价，但是注释中却出现了五十二次的 “忠”字。其中 《离骚》出现三十九次，

《东皇太一》一次，《湘君》两次；《山鬼》一次，《涉江》五次，《渔父》两次，《卜居》两次。不仅 “忠”字频

繁出现，而且言 “忠”也富于变化，或单言 “忠”，或合言：忠信、忠言、忠谏、忠正、忠诚、忠直、忠贞、忠

洁、忠良等。从 “忠”字出现的频率，可以看出李善和王逸一样，认为屈子具有忠贞之性，对屈原之忠推崇

备至，由此，屈原 “忠君”精神得到了褒扬。由于唐高宗甚爱 《文选》，《文选注》问世后便受到肯定和褒

奖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：“（善）尝注解 《文选》，分六十卷。表上之，赐绢帛一百二十匹。”②后李善 “因寓居

汴、郑之间，以讲 《文选》为业。年老疾卒，所注 《文选》六十卷，大行于时。”③ 经过君臣的研究和推广，

不难推知，以屈原为代表的 “忠君”精神，成为引导当时政治文化转向的重要一环，文学辅政、经世致用的

社会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。

和劝诫而作的观点不同，这时期著名诗人杨炯、卢照邻对屈原的作品功用提出了不同看法。杨炯 《王

勃集序》云：“仲尼既没，游夏光洙泗之风；屈平自沈，唐宋宏汨罗之迹。文儒于焉异术，词赋所以殊源。”

④杨炯赞美孔子及其子弟对政教的贡献，但是却认为 “文儒于焉异术”始于屈宋，把楚辞和以经世致用为特

点的儒家教化文学区别开来。卢照邻虽然在 《驸马都尉乔君集序》中以 “屈平、宋王，弄词人之柔翰。礼乐

之道，已颠坠于斯文”⑤，来表现对楚辞丧失教化功能的不满，但从其 《南阳公集序》：“徐、陈、应、刘弄

柔翰于当代。圣人方士之行，亦各异时而并宜”⑥ 中，认为的 “弄柔翰”是 “各异时而并宜”来看，又没有

完全否定屈宋这种非教化文学。再结合其 《释疾文序》中的 “骚文之兴，非怀沙之痛乎”⑦ 观之，卢照邻已

经把屈骚当作抒写个人情感，表现个体意识的非教化文学对待了。正如何丹尼所言：“（杨炯、卢照邻）肯

定了屈原是非教化文学的不祧之祖。”⑧

杨炯和卢照邻在诗中也对于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。如杨炯 《幽兰赋》云：“若夫灵均放逐，离群散侣。

乱鄢郢之南都，下潇湘之北渚。步迟迟而适越，心郁郁而怀楚。徒眷恋于君王，俭精神于帝女。”⑨ 卢照邻

《秋霖赋》云：“及夫屈平既放，登高一望，湛湛江水，悠悠千里。泣故国之长楸，见元云之四起。”⑩ 在杨

炯和卢照邻眼里，屈原就是忠君被弃，怀才不遇继而产生了忧愁怨愤，其作品正是抒发了这种真实情感。

卢照邻肯定了屈骚抒写真情的特色，为诗文也多学楚骚。其诗 《狱中学骚体》即明言模拟骚体，效法 《离

骚》抒发坎壈忧愤之情。其文论也提倡 “妙谐钟律，体会风骚，笔有余妍。”�11 （《南阳公集序》）他晚年创

作的 《五悲文》《释疾文》就践行了这一观念，学习骚体，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苦之情，《释疾文》在构

思方面还有意摹写屈骚。从 《旧唐书》中 “《释疾文》，《五悲》等诵，颇有骚人之风，甚为文士所重”�12 的

赞誉之词来看，卢照邻不仅赞同屈原的创作态度，同时也赞美他的审美理想，把屈原视为同调，体现了对

屈原人格和作品艺术形式的双重肯定。

而同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对屈原的评价，呈现出肯定其人而否定其文的矛盾性。王勃在文章中多次

提到屈原，如 《越州秋日宴山亭序》：“是以东山可望，林泉生谢客之文，南国多才，江山助屈平之气。”�13

这里作者化用刘勰 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中 “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 《风》《骚》之情者，抑亦江山之助乎”�14的

语意。认为屈原行足千里，风物灵秀、江山光怪的自然风貌，让诗人登临探索，遇物兴怀，对诗人审美理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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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形成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，同时表达出对屈原才华的赞美之情。而此时的王勃，因作 《檄周王鸡文》，

高宗 “不令入府”，仕途失意而漫游蜀中，王勃在 《梓潼南江泛舟序》中称：“思其人，则吕望藉茅于磻溪之

阴，屈平制芰于涔阳之浦。觉瀛洲方丈，森然在目”①，借助对屈原遭遇的描述，表达出对自己仕途坎坷的

耿耿不平。可以看出，王勃对屈原才华予以充分肯定，对其人生境遇感同身受。但与此同时，在 《上吏部裴

侍郎书》中却出现了抨击贬抑屈原的文辞：

夫文章之道，自古称难。圣人以开物成务，君子以立言见志。……自微言既绝，斯文不振。屈宋

导浇源于前，枚马张淫风于后。谈人主者，以宫室苑囿为雄，叙名流者，以沈酗骄奢为达。②

这里，王勃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，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教，却把屈骚作为失去政教意义绮靡文风的源头而予

以批评，认为 “屈宋导浇源于前”。但王勃蜀川漫游的几篇序文，又多借屈原流放而悲伤成作的典故，来阐

发自己作文的原因，如：《春思赋序》：“屈平有言：‘目极千里伤春心’。因作 《春思赋》，庶几乎以极春之

所至，析心之去就云尔。”③ 《春日孙学士宅宴序》：“楚屈平之瞻望，放于何之？王仲宣之登临，魂兮往矣。

侠客时有，且倾鹦鹉之杯，文人代兴，聊举麒麟之笔。”④ 对屈原 “缘情体物”之作，都表示出肯定。而

“南国多才，江山助屈原之气”，更是强调睹物起兴，主张寄情于文。所以，对屈原的评价，在王勃身上出

现了自相矛盾的观点。杨炯 《王勃集序》曾云：“尝以龙朔初载，文场变体，争构纤微，竞为雕刻。糅之金

玉龙凤，乱之朱紫青黄，影带以徇其功，假对以称其美，骨气都尽，刚健不闻。”⑤ 可以看出，王勃奋力反

对绮靡之风回潮之势。又因注重诗歌声律、偏向形式的南朝诗人沈约曾言：“周室既衰，风流弥著，屈平宋

玉，导清源于前，贾谊相如，振芳尘于后，英辞润金石，高义薄云天，自兹以降，情志愈广。”⑥沈约把屈宋

作品作为 “以情纬文，以文被质”，抒发个人情感作品的源头加以赞美，因此王勃才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

屈、宋，从而增加批判齐梁绮靡诗风的力度。王勃对屈骚艺术评价的自相矛盾，也折射出初唐文人对复古

和新变碰撞下文学发展的走向而产生的困扰。

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等初唐颇有名望诗人的诗文中，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或评价或模拟或化用屈骚作品

的现象。他们大都从儒家文学的教化功用出发，对屈原给予了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，但在楚骚本 “缘情”

之作的观点上，却表现出十分一致的看法。他们都认为屈原所缘之情是自己的真实情感，其中有因谗被逐

的悲愤之情，也有 “江山之助”的激越壮大之情。而这种抒发激越壮大之情的特点，或许就使初唐四杰找

到了一种纠正柔弱绮靡文风弊端的方法。

三

初唐后期的三十几年，对屈原的评价主要来自陈子昂和卢藏用这两位文坛好友，以及史学家刘知几。

陈子昂在诗中表达出对屈原无比崇敬之情。其 《感遇诗·三十一》中 “箕山有高节，湘水有清源”⑦的

诗句，把品行高洁的屈原和隐居箕山保持节操的许由对举，赞美之情不言而喻。不仅如此，青年即怀治国

平天下理想，但壮志难酬的陈子昂还把屈原视为异代知音，祖述屈骚，其 《感遇诗三十八首》便出现了大量

化用楚辞文辞和意象的诗句，如 《感遇诗·其二》：

兰若生春夏，芊蔚何青青。幽独空林色，朱蕤冒紫茎。迟迟白日晚，袅袅秋风生。岁华尽摇落，

芳意竟何成。⑧

其中 “青青”“紫茎”直接出自 《九歌·少司命》“秋兰兮青青，绿叶兮紫茎。”⑨ “袅袅秋风生”出自 《九歌

·湘夫人》“嫋嫋兮秋风”⑩ ；“幽独空林色”“芳意竟何成”则化用 《九章·悲回风》“兰苣幽而独芳”�11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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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②③④⑤ ［清］董诰等编：《全唐文》，第１８３４页，第１８２９页，第１７９９页，第１８４０页，第１９３１页。

⑥ ［唐］李善注：《文选》，上海：世界书局，１９３５年，第７０１－７０２页。

⑦⑧陈贻焮：《增订注释全唐诗》，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２００１年，第５８２页，第５７７页。

⑨⑩�11黄灵庚：《楚辞章句疏证》，第８９５页，第８３９页，第１６６７页。



整首诗陈子昂以 “兰若”春荣秋衰，比喻自己满腹经纶无人赏识，空有一身报国之志，却壮志难酬的遭遇，

把源自屈原的 “香草美人”兴寄传统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２４岁中进士，后得武则天赏识，曾为麟台正字、右拾遗的陈子昂，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，针对国家
治乱、人民生活等问题上书进言，但 “言多切直”而 “触忤权贵”，被诬下狱，赦放后随武攸宜征契丹，“尝

欲奋身以答国士”①，屡次进谏未被采纳，反遭降职。这种人生起落的百般无奈，遇和不遇的悲哀不幸，幻

化成一首 《登幽州台歌》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②这首咏史怀古的
旷古名作，唱出的古往今来才人志士无人赏识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，正是继承了屈原 “发奋抒情”的文学

传统。正如清人陈沆所言：“子昂之感愤幽郁，涕泗被面下者乎？故知屈、阮之嗣音，杜陵之先导。”③

初唐四杰反对绮靡诗风，提倡昂扬壮大的感情，虽创作了反映 “市井”“江山”“塞漠”的诗作，但尚未
形成明确的文学主张。而陈子昂旗帜鲜明地反对齐梁诗风，提出了 “风骨”“兴寄”的理论主张：

文章道弊五百年矣。汉、魏风骨，晋、宋莫传，然文献有可征者。仆尝暇时观齐、梁间诗，彩丽竞

繁，而兴寄都绝，每以永叹。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，风雅不作，以耿耿也。④

“兴寄”，罗宗强认为：“兴，是兴发感情；寄，是寄托。兴寄，就是有感而作，作而有所寄托，侧重点是在

有所寄托上。这是对比兴说的一个发展。”⑤而屈骚正是注重感情抒发，又有所寄托的作品。初唐文人李峤
《楚望赋序》中，就明确指出了楚骚的 “兴寄”特色：“登高能赋，谓感物造端者也。夫情以物感，而心由目
畅，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，非高远无以开沈郁之绪。是以骚人发兴于临水，柱史诠妙于登台，不其然

欤？”⑥ 从陈子昂提倡 “兴寄”，到其 《感遇》诗中大量化用楚辞文辞和意象来看，说明其肯定了屈骚 “兴
寄”传统，并予以继承。但是好友卢藏用却对屈骚予以批评，其 《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》云：

昔孔宣父以天纵之才，自卫返鲁，删 《诗》《书》，述 《易》道而修 《春秋》，数千百年，文章粲然可
观也。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，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……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……故其谏诤之辞，

则为政之先也，昭夷之碣，则议论之当也，国殇之文，则大雅之怨也，徐君之议，则刑礼之中也。至于

感激顿挫，微显阐幽，庶几见变化之朕，以接乎天人之际者，则 《感遇》之篇存焉。⑦

从卢藏用对陈子昂的高度评价来看，其主要是着眼于文章的政治功用，和杨炯、卢照邻一样，把文儒分开，

高度赞美了孔子之文为教化所做出的贡献。但却把以抒发情志为主要特征的楚骚作品，作为 “婉丽浮侈”

之作而予以否定。卢藏用完全是站在儒家政治立场上，以一个士大夫身份看待文学，把抒情和言志放在了
对立的两端，忽视了文质的统一性。

尽管卢藏用和陈子昂曾在文坛上一起掀起了复古思潮，并对齐梁浮靡文风进行了批判，但他们看待文
学的态度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差异。陈子昂虽然也强调诗歌的政治功用，但是既推崇 “风骨”，又提倡 “兴

寄”，既重感情的抒发又重寄托讽喻之义，他 “首唱平淡清雅之音，袭骚雅之风，力排雕镂凡近之气”⑧，在
继承 《诗经》风雅传统的同时，也进一步发挥了楚骚的兴寄传统，为扫除齐梁绮靡诗风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陈子昂从诗人的视角，感受到了楚骚真实情感的抒发，而刘知几从史家的角度，认为屈骚真实地反映
了楚国的政治风貌。其 《载文》云：

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；观乎国风以察兴亡。是知文之为用，远矣大矣。若乃宣僖善政，其美载

于周诗；怀襄不道，其恶存乎楚赋。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，屈平宋玉为谤者，何也？盖不虚美、不隐

恶故也。是则文之将史，其流一焉。固可以方驾南董，俱称良直者矣。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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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⑥⑦ ［清］董诰等编：《全唐文》，第２４１３页，第２４４３页，第２４０２页。

②陈贻焮：《增订注释全唐诗》，第５９２页。

③ ［清］陈沆：《诗比兴笺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１年，第９７页。

④ ［唐］陈子昂：《陈拾遗集》卷一，［清］永瑢、纪昀等编：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８６年，第

１０６５册，第５３６页。

⑤罗宗强：《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８６年，第８１－８２页。

⑧ ［明］张颐：《陈伯玉文集序》，［唐］陈子昂：《陈伯玉文集》，景秀水王氏二十八宿研斋藏明弘治杨澄刊本，第２页。

⑨ ［清］浦起龙：《史通通释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１９３０年，第７９页。



这里，刘知几从史料采集的角度来考察风俗文化以教化天下，并强调了人们可以通过 “文”了解国家兴亡
所表现出的迹象。认为吉甫、奚斯、屈原、宋玉等人的作品，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直接反映了国家的治乱兴
亡，与史无别，可以载入史书，这些人甚至可以和历史上直笔史官南史氏、董狐一样称为 “良文直笔”了。

尽管刘知几在谈选录标准时虽然强调 “至于悠悠饰词，皆不之取。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，捐华摭实之义也”①。
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文章必要的文采。很显然，在只要是文学能真实地反映时代，就和史学一样能对社会起
到激浊扬清作用这一点上，刘知几和唐初史家魏征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。我们看到，唐初史馆的设立，《梁
书》《陈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《晋书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等八史的修撰，到刘知几 《史通》的编撰，一种
求实的思想倾向在初唐蔚然成风。
这种尚实的思潮，在文学上即表现为求真，即诗歌中注重真情实感的流露，对屈原的崇敬、惋惜、哀思

之情，也在诗文中真实地流露出来。陈子昂在 《月夜有怀》中 “清光委衾枕，遥思属湘沅。空帘隔星汉，犹

梦感精魂”②的诗句就传达出寂寞孤独时对流放湘沅屈原的深切怀念，而 “犹梦感精魂”，更是以梦境形式
描绘出屈原那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、九死不悔的献身精神，把对屈原的深深敬仰溢于言表。以注重雕琢、

讲求声律著称的宋之问在 《送杜审言》诗中出现 “别路追孙楚，维舟吊屈平”③ 的诗句，用孙楚恃才傲物而
不容于时、屈原耿介孤直因谗被逐的典故，寄托了诗人对宦海沉浮的百般无奈和对杜审言被贬的深深惋
惜。而宋之问 《祭杜学士审言文》文中的 “辞业备而官成，名声高而命薄。屈原不终于楚相，扬雄自投于汉

阁，代生人而岂无？人违代而咸若”④，更是用屈原忠直遭诬陷，杨雄无端受牵连坐罪，来嗟叹自己无罪造
贬，并发出 “名声高而命薄”的愤激之言。虽然宋之问以诗歌音律为追求，但是因依附张易之兄弟而遭贬
谪，人生境遇发生变化后，其诗文也表现出抒发真实感情的趋向。
由此可见，无论是论述史学问题的刘知几，创作追求充实内容和昂扬基调的陈子昂，还是追求声律之

美的宋之问，他们对屈原或表示赞美或表达惋惜，都是源于屈原投影于历史的人格精神。而陈子昂诗作出
现的拟骚现象，则证明了屈原精神人格范式的恒久魅力。
综上所述，初唐对于屈原的评价，大体上基于儒家崇古尚质的观点，在肯定屈原人格精神的社会政治

功用的前提下，对于楚骚的艺术呈现表现出的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，反映出唐人处在稳固王朝政权、南北
文学对立融合的重要阶段，文学复古和新变碰撞下而产生的矛盾性。同时可以看到，初唐政治家一改汉代
贾谊、班固对屈原 “沉江自毁”的批评，而把其作为 “忠君”行为的观点，反映出屈原历史投影的 “忠贞”
“怨怼”双重精神，开始走向 “忠君”的单向轨道，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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